
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钱三强 

强家华 

在纪念建国五十周年前夕，原中顾委委员、曾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

院长的张劲夫发表回忆“两弹一星”研制经过的文章《请历史记住他们》，其中写

道：“我们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三强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他所说的“三强”，

即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

院第二任院长钱三强。 

学以致用  报效祖国 

钱三强 1936 年清华大学毕业后，考取了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

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师从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居里和丈夫约里奥从事原

子核物理研究工作。伊莱娜夫妇由于发现人工放射性物质的创新性成绩，于 1935

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39 年年初，伊莱娜•居里让钱三强与她一起进行一项

实验，用中子轰击铀和钍，观测其产生的和镧相似的放射性元素，看它们放出

的β射线能谱是否相同，以进一步验证核裂变。实验结果证明，铀和钍受中子照

射后产生的镧 9 射线是相同的，就是说用不同方式裂变，可以获得同样的裂变

产物。这是物理学上第一个支持裂变现象的成功实验。这个重大发现，使人类

对原子核科学的研究，进入了新的时期。后来，当钱三强谈到同伊莱娜的这次

愉快合作时，感慨地说：“我很幸运，刚到法国两年，就参加了一项具有重要意义

的研究工作。在这项工作中，我初步懂得了怎么搞科学研究工作，理解了导师

和实验室环境的重要性。我更懂得了这只是我研究工作刚刚迈出的第一步，以

后要在多积累、多学习、多合作上下功夫。”1940 年，钱三强获得法国国家博士

学位。 

钱三强在法国期间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原子核裂变进行的，共发表

研究论文 40 多篇，有些工作是相当有意义的。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与他

为首的研究小组（成员有夫人何泽慧及另两个法国助手）对原子核三分裂和四

分裂的发现。1946 年，钱三强与何泽慧出席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国际基本粒

子学术会议期间，他们看到一张铀核裂变的照片，铀核在受到轰击之后，放射

出方向相反的两条粒子线，这就是铀核的“两分裂”。但是，仔细看去，他还看到

在两条粒子线之间，沿垂直方向还有一条很细很细的粒子线放射出来，它的位

置与其它两条粒子线不在同一方向。于是，钱三强想到，难道铀核裂变还会产

生第三颗粒子?他将自己的猜想告诉了站在身旁的爱妻何泽慧。从那一时刻起，



这对志同道合的恩爱夫妻决定，要共同努力揭开这一未知的科学之谜。1946 年

12 月，经过几万次的实验、观察、记录，以及几百次的研究分析，他们发现在

铀核的每 300 次裂变反应中，就会出现一种新形式的裂变现象：三叉形径迹和

四叉形径迹。也就是说，铀核裂变不仅可以一分为二，还可以一分为三，一分

为四。后经与约里奥讨论确定表述为“三分裂”和“四分裂”。1947 年 3 月，钱三强

进一步完成重要研究论文《论铀的三分裂的机制》，并由约里奥推荐到法国科学

院国会上作书面报告，随即在法国科学院和美国《物理评论》发表，成为研究“三

分裂”的经典性文献，受到广泛关注。1947 年，约里奥在巴黎举行的世界科学工

作者会议上公布了钱三强小组的研究成果。他说，“在我们实验里进行了一项重要

工作，已经证明铀核裂变的新方式——三分裂和四分裂，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物理学上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这项新发现，是由两个中国青年科学家钱三

强和何泽慧及两个法国青年科学研究人员共同取得的，是国际合作的产物。”西方

各国报刊相继报道钱氏夫妇的伟大发现改写了科学史上核裂变的理论，称钱三

强和何泽慧为“中国的居里夫妇”。由于钱三强在科学研究方面不断取得的新成就，

法国科学院将法兰西最优厚的奖金—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授予了钱三强。他就

这样在异国他邦为正陷于苦难之中的祖国赢得了荣誉。而这时学有所成、荣誉

满身的钱三强却不由想起了父亲“学以致用，报效祖国”的教导。 

钱三强家学深厚，他父亲钱玄同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是“五

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领导者，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共同创办《新青

年》。鲁迅先生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是由钱玄同编辑发表的，故鲁

迅称钱玄同为益友。钱玄同主张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改造社会，他常对三个儿

子说，对社会要有改革的热诚，学习知识技能的目的在于改造社会。钱三强在

法国学习工作期间，父亲钱玄同经常去信勉励他努力学习，在给他的最后一封

长信中，钱玄同在信的末尾写了“学以致用，报效祖国”八个字。钱三强将父亲的

教导作为自己终身的座右铭。 

在耀眼的荣誉面前，钱三强冷静地考虑到：现在有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积累，又年富力强，到了该回国效力的时候了。他对约里奥•居里夫妇说：“我们的

国家很需要科学技术，我应该回去为国家服务。”1948 年春，在举世闻名的解放战

争“三大战役”即将打响，我们祖国正在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时候，钱三强、何泽慧怀

抱半岁的女儿，回到了离别十一年的祖国。他谢绝多家研究机构的邀请，选择到

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因为，他想到离法前旅法支部负责人刘宁一的话：要踏踏

实实培养人才，迎接全国解放。他把全部精力放在培养人才的事业中，除了在清

华大学授课以外，还借中法大学教室，每周开办一次核物理学讲座，任何人都可

以自由听课。还请北京大学出版社翻印了他从法国带回的三本关于原子核物理学

的文献。以后，这三本书竟然成了新中国原子核物理扫盲班的基本教材，一批又

一批核物理学家就是先肯烂这三本书后，才走向原子世界前沿阵地的。 

延揽人才   奠基创业 



新中国的诞生，为钱三强施展报负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舞台，他积极参与

中国科学院的筹建，特别考虑了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建设。1950 年 5 月成立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8 年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1948 年改名为中

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钱三强先被任命为副所长（吴有训担任所长），1951 年

初继任所长。他服从需要，着眼全局，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工作，为建设中国原

子能科学技术基地不懈努力。 

钱三强根据各国的经验和自己的体会，认识到中国原子核科学要起飞，必

须要有领飞的雁。他求贤若渴，到处登门拜访招募贤才。时任浙江大学物理系

主任的王淦昌教授收到钱三强的亲笔信，邀请他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工作。

王淦昌 1930 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还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他

就在报纸上见到关于钱三强、何泽慧发现铀“三分裂”、“四分裂”的报道。钱三强也

深知王淦昌在核物理研究方面的成就。1950 年 4 月，钱三强和王淦昌这两位核

物理学家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从此，他们成为开创和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

同事和挚友。后来，王淦昌在研制原子弹、氢弹中作出重要贡献，成为广为人

知的著名科学家。然而，当王淦昌向记者回顾中国核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时，

仍特别强调了钱三强的重要贡献，他说，“中国核物理有了钱三强的组织领导，团

结了全国核物理学界，他的功劳很大。” 

在给王淦昌写信的同时，钱三强来到清华园彭桓武教授家中，登门邀请彭

桓武教授到近代物理所从事核物理研究工作。彭桓武早年留学英国，曾先后获

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双学位，是当时第一个在英国取得副教授职称的中国人。

他在理论物理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解决数学问题的本领很强，尤其善于联系实

际。1950 年春，彭桓武、王淦昌先后到筹建中的近代物理所报到，一年后经钱

三强推荐，王、彭被任命为副所长。从此，他们并肩战斗，艰苦创业，成为新

中国原子核科学大军中具有凝聚力的核心。 

光有领头雁不行，还要有一个大雁群。在周总理的关怀下，钱三强通过各

种途径延揽人才。一年以后，陆续来所的已达三十多人。他们中有从海外归国

来所工作的科学家郭挺章、金星南、肖健、邓稼先、朱洪元、杨澄中、杨承宗、

戴传曾等，其中不少人是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阻挠才回到祖国的。如，1950

年赵忠尧先生离英途径日本回国时，曾被美日反动派扣押，由于全国人民和世

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声援，才在 1950 年 11 月返回祖国。当时，还从国内邀请了

一批年轻的物理工作者来所工作，并从五一、五二年毕业的大学生中，选拔了

一批优秀青年来所工作，到 1952 年，已发展到近百人。事业初创，开展核科学

研究的条件是极其困难的。国内没有现成的仪器设备及相应的工业基础、西方

国家又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因此，要建立和发展各种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的实

验技术，就不得不从研制各种核探测器和粒子加速器开始。后来，钱三强回忆

这段艰苦岁月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当时虽然还不知道，‘自力更生’这句话，可

是延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却从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那里最先领受

了。”他和王淦昌、彭桓武等所领导接过这个口号，作为一种激励人们奋发进取的



精神，号召全所职工“自己动手，一切从零开始”，立志让原子能科学在新中国的

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于是，在钱三强的指挥下，一个热火朝天的局面出

现了。大家因陋就简、自己动手研制仪器设备。缺少器材、元件，有些科研人

员就跑旧货摊、寻找代用品。全所职工克服重重困难，研制了一批必需的设备，

取得了一批有意义的科研成果，并成长出新中国第一代核科技人才。正如当年

钱三强总结工作时所说：“这段时间虽然困难重重，但是通过这个艰苦创业的过程，

的确使我们得到了锻炼，在研制设备的过程中，掌握了不少技术知识，这对以

后独立开展研究工作将会带来很大的好处。” 

到中南海讲课 

1955 年 1 月 15 日下午，钱三强和李四光应邀来到中南海丰泽园，这是当

年毛泽东主席办公和居住的地方。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主题是研

究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

德怀、彭真、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薄一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他开宗明义地说道：“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

原子能有关问题，请李四光、钱三强同志来上一课。” 

李四光首先介绍了我国铀矿资源的情况与发展原子能的关系，并拿出一块

黄中带黑的铀矿石标本给毛主席看。 

钱三强接着作了说明：这是一块天然石头，里边含有放射性很强的物质，

这是发展原子能必不可少的。但是，里边需要的物质含量极少，而且提炼它，

要有很复杂的技术和设备，要经过熔解、蒸发、分离等复杂程序。当年，居里

夫人花了近四年时间，从几十吨这样的铀矿废渣中，提炼出十分之一克的纯镭。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镭这种物质就正式存在了。居里夫人因此获得了一次诺

贝尔奖。接着，钱三强用一个自制的盖革计数器，接通电源，慢慢靠近桌上的

石头，扬声器里开始发出“咯拉、咯拉”的响声，当把盖革计数器移远后，响声就

停止了。 

几位领导人好奇地亲自上前作了试验，引得会场上笑声不断。活跃的气氛

中，钱三强又作了一个试验，他本人朝着盖革计数器慢慢走过去，等到靠近时

突然又有了响声。大家觉得奇怪，为什么仪器自己响呢?钱三强从自己口袋里

掏出一小点放射源，向领导人介绍说，“就是这点

放射源，是我回国时，约里奥•居里夫人送的。” 

钱三强简要介绍了各国发展原子能的情况后

说：“中国的原子能科研工作，基本上是新中国成

立后白手起家开始做，几年的努力，应该说是打

下了一点基础，最可贵的是集中了一批人，水平

并不弱于别的国家。” 

在说到当前最紧迫的工作时，钱三强重复了



曾经向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的看法，关键是要建立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

并且详细解释了它们的作用，说明没有这些设备，有了铀矿资源也无济于事。 

最后，毛泽东作了总结性发言，他说：“从主观愿望说，我们不愿意搞原子弹。

我们反对使用原子弹。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反对原子弹的另一个方

面。正如一个法国朋友提示我们的：要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掌握了

它，就能打掉嚣张气焰。”毛泽东继续说：“今天听了好多情况。我们的国家，现在

已经知道有了铀矿。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

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这件事（指造原子弹）总是要抓的。现在是时候了，

该抓了。只要安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我们不但要有更好

的飞机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毛泽东环视着大家，最后把目光落在钱三强身上，接着说：“苏联政府已经来

信，愿意给我们积极的援助。这很好，我们要尽快把反应堆、加速器建立起来。

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

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全体与会者都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中国研制战略核武器的最高决策就

这样通过了。 

组织攻关   为国争光 

从中南海出来后，钱三强心潮起伏，一股巨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心中升腾。 

1955 年 4 月，国务院派刘杰、钱三强、赵忠尧三人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

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签定了《关于为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定》。“协

定”规定，苏联将向我出售一个重水实验型反应堆和一台回旋加速器。 

1955 年 1 月，经中央批准，选定在北京西南郊坨里地区兴建一座原子能科

学研究基地，并将苏联援建的一堆仪器放在这个基地中。这项工程从 1956 年 5

月破土动工，到 1958 年 7 月，仅仅用了两年多一点时间，一座新的原子能科研

基地就在那昔日的荒滩田野上奇迹般的矗立起来了。从此，原子核科研工作全

面展开。 

正当我国原子能事业蓬勃发展，顺利前进的时候，那个标榜“无私援助”的

“老大哥”开始翻脸了。1959 年 6 月，苏联单方撕毁协议，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

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1960 年 8 月将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撤回。当时正在

进行的工程项目中断了，计划应由苏联供应的设备物资取消了，甚至连苏联专

家在华期间制作的图纸、资料也一起带走了，他们并讽刺说：离开外界的帮助，

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西方帝国主义也蠢蠢欲动叫嚣要使中国在“核方面

绝育”。 

处在严峻形势下和特殊位置上的钱三强，肩负着特殊的作用。他在科学家

中，像一块磁铁，团结并组织大家拧成一股绳，解决各种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

在领导决策面前，他当好参谋，适时发现问题，提出建议;他要做领导与科学家



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这是历史赋予钱三强的光荣使命。 

中国原子能事业进入全面自力更生阶段。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钱三强

和所里其他领导成员和科学家一起，将全所的研究力量和研究方向做出全面调

整。钱三强清楚，发展原子能事业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其中任何一环出现

问题都会致使全线败退。他坚信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紧密依靠中国科学院

和各有关部门，及时组织力量攻关，保证两弹研制工作顺利进行。 

1962 年下半年，二机部党组向中央提出了争取在 1964 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

试验的“两年规划”。同年 11 月，毛主席批准了“两年规划”，并指示“要大力协同，做

好这件工作”。接着，政治局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掌管此事。“两年

规划”和中央决定，给了钱三强和全所职工极大鼓舞。大家把研制原子弹叫“争气弹”，

将实验室当作战场，为研制原子弹奋力拼搏，为国争光。为了记住那个撕毁协议

的日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代号为“59•6”。 

六氟化铀，是铀浓缩厂使用的主要生产原料。第一颗原子弹的装料铀 235

就是由六氟化铀经气体扩散法取得，根据原中苏有关协议，应由苏方提供。苏

联撕毁协议后，尽快掌握铀转化技术就成了当时的突出矛盾。钱三强亲自抓这

件事。他先抓生产，同时又不放松铀转化厂的建设，他把这种做法形象地称之

为“骑驴找马”。钱三强将这种“简法生产”交给所里吴征铠、汪德熙、王承书等科

学家主抓。四个月后，第一次试生产之时，钱三强陪同国防科工委主任张爱萍

亲临实验室。他提出：只要拿出二克合格产品，就算成功。结果生产出了 3.3

公斤合格产品。到 1963 年，胜利完成十八吨六氟化铀生产任务，为我国制造第

一颗原子弹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扩散分离膜是生产铀 235 的最核心部分，买不到、学不到、甚至连看也不

让看。钱三强接受任务后，亲自跑北京、跑上海、跑东北、跑西北、组织原子

能所、上海冶金所等有关单位的力量，自力更生，联合攻关，经过艰苦努力，

终于按时研制成功并批量生产，使我国成为继美苏法后第四个能自己研制扩散

分离膜的国家，为研制原子弹又攻克了一大难关。 

建立良好的分析方法，对研制原子弹有关键性的影响，钱三强和科学院、

二机部领导一起及时组织原子能所、长春应用化学所、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

通力合作，拟定了数百个高质量的分析方法，为建立核燃料的工艺和分析方法

提供了条件。 

原子弹点火中子源，是一项紧急任务，钱三强慧眼识英雄，他把这个任务

交给年轻的化学工程师王方定，并把自己从法国带回的放射源派上用场。王方

定小组接受任务后，在简易的工棚里，战酷暑，斗严寒，日夜奋战，经过三年

的 978 次试验，终于获得了理想的生产工艺，制成高标准的优质化合物。 

集中力量，排兵布阵，是“59•6”工程成败的关键。钱三强协助领导担当了这

方面的重要角色。经过他的努力，原子能研究所集中了一批优秀人才，钱三强

了解每位科学家的特点，知道什么任务由哪位科学家担当最合适。二机部成立

核武器研究所，需要一位有统筹能力的专家来负责。宋任穷部长让钱三强物色



人选，他毫不迟疑地推荐了朱光亚。原因是，朱光亚在核物理方面有很好的基

础，又有从事教学、科研的实际能力和组织工作经历，而且年富力强。核武器

所理论部需要一位理论功底好，善于团结共事的科学家挑大梁。钱三强看中了

邓稼先。邓是原子能所理论组科研人员。钱三强对邓稼先说“小邓，要放一个大

炮仗（指原子弹），让你参加，你看怎么样?这可是绝密任务啊!”从此，邓稼先舍

家弃业，隐姓埋名，刻苦攻关，为研制“两弹”做出重要贡献。后来被追授“两弹

一星”功勋奖章。他一直对钱三强心怀感激之情，担任九院院长后仍念念不忘。

1985 年，他亲自登门看望钱三强，表示敬意并赠送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20

周年纪念品，以感谢钱三强的重要贡献。钱三强谦虚地对邓稼先说：“你们做的很

好，我只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 

根据中央决定，核武器研究所的力量要大大加强，钱三强服从大局，又从

原子能研究所抽调了王淦昌、彭桓武、王承书、于敏、黄祖洽等一批优秀科学

家去担当重任。据统计，从 1959 年至 1965 年间，从原子能研究所调出的科技

人员共 914 人，其中高级研究技术专家 28 人，他们都成为我国“两弹”攻关的中

坚力量。1999 年中央表彰的 23 位“两弹一星”功勋科技专家中，包括钱三强在内

的 7 人，曾在原子能研究所建立功勋。当时，有人比喻说：在中国研制“两弹”

的伟大进军中，钱三强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孝”。 

1964 年 10 月 16 日这一天，在钱三强等核科学家的记忆中，是个难忘的日

子。下午 2 时 45 分时，二机部部长刘杰用颤抖的声音对钱三强说：“三强同志，

再过一刻钟我们放的那个炮仗就要响了，你看还有万分之几的可能不响?”钱三强

听了，眼里噙着热泪，十分激动地说：“会成功的，会成功的!” 

下午三时整，随着一声“起爆”的命令，一颗猩红色的小太阳从西北大漠荒原

冉冉升起，直冲云天。一声惊雷过去，一团美妙无比的蘑菇状云团在祖国西部

的天空翻腾着，舒卷着，构成一幅壮丽的奇观。 

人们欢呼着，雀跃着，哭泣着。原子弹的头号功臣钱三强眼角上挂着晶莹

的泪花，自言自语地说：我们的“59•6”争气弹终于成功了! 

当原子弹爆炸的烟云还在太平洋高空飘散之际，一场研制氢弹的攻坚战又

在中国大地上打响了。 

这是一项比研制原子弹更为复杂的尖端科技。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氢弹决

不是在制造原子弹的基础上再提高一步就可以了。它们的基本原理大相径庭：原

子弹是靠原子核一连串的裂变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叫做核裂变;而氢弹则恰恰相

反，它是把两个原子核聚合成一个原子核，在聚合的时候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叫

做核聚变。用一个通俗的比方，原子弹是用中子做火柴，去点燃核裂变材料，引

起爆炸;而氢弹则是用原子弹做火柴，去点燃核聚变材料，引起爆炸。 

还在研制原子弹最紧张的时刻，周总理便高瞻远瞩地向二机部做了部署，

要求有关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按照周总理的指示，1964 年底，时任二机

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的钱三强便在原子能所组建中子物理研究组，对外叫

470 组，由黄祖洽和于敏负责，任务是对氢弹的作用原理和各种物理过程、可



能结构等做探索性研究。中子物理组一度达到四十余人，工作一步步前进，共

写出研究论文 69 篇。这些工作，使对氢弹原理和许多关键性概念，有了较深入

认识，为氢弹研制作了理论准备;同时，钱三强还决定成立一个轻核反应实验组，

先后由蔡敦九和丁大钊负责，成员逐渐增至十几人，任务是用轻核反应数据的

精确测量来配合 470 组的工作，很好的体现了理论与实验的密切结合，后来急

需时，及时可靠地提供了轻核反应数据，为氢弹技术途径的选择起了重要作用。

1965 年初，中子物理组黄祖洽、于敏等 30 多人带着已开展的工作合并到核武

器研究所，汇成攻克氢弹难关的坚实力量，及时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关：终于

创造了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速度最快的奇迹。 

1967 年 6 月 17 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大西北的上空爆炸成功了!它标志着

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爆炸第一

颗氢弹，其间只有两年零八个月时间，这样的发展速度，成为外国人心中的不

解之迷。因为，美国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爆炸第一颗氢弹用了七年零三个月

时间;苏联用了四年时间;英国用了五年零两个月时间;法国早在 1960 年 2 月就爆

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时至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法国的第一颗氢弹还杳

无音讯。难怪法国总统戴高乐听到中国爆炸氢弹的消息后大发雷霆，惊问原因

何在? 

其实，原因也简单，就是中国有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伟大战略家，有优越

的社会主义制度，有钱三强这样的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和组织者，以及有邓稼

先、于敏这样才华横溢的科技专家，创造氢弹奇迹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钱三强为中国研制原子弹、氢弹立下了大功，党和国家也没有忘记钱三强

的重大贡献。 

1966 年 12 月 28 日，我国成功进行氢弹原理性试验后，周恩来总理邀请少

数人到中南海举行庆祝酒会，名单中就有钱三强。 

1992 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讲到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时，

特别提到了钱三强，他说：“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

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

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 

1992 年 6 月 28 日，钱三强因病逝世，江泽民总书记闻信后亲自打电话给

何泽慧表示哀悼，他说：钱三强同志是对我国原子能科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的科学家，他的逝世是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重大损失。 

1999 年 9 月，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钱三强“两弹一星”功勋奖

章。 

1993 年 9 月，在纪念钱三强先生逝世一周年时，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为

他立了一尊半身铜像，原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为铜像揭幕，朱光亚、周光召等

领导出席了揭幕仪式。 

钱三强先生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立下的光辉业绩将永

留史册。 


